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类型分析

彭树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上承1905-1913年“亚洲的觉醒”时期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余波，下启第二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开端，形成了内部的各个不同的独特阶段，亚非拉是一个由于共同原因而遭受同样苦难经历和由于共同目的而面临同样历史任务的统一体。亚非拉地区又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情况复杂的多元体。对待这个既具有统一性、也充满着多元性的变动激烈的世界，决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到处套用。类型分析无疑是寻找解决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多样化发展的途径之一。这种分析将展现出这种运动的丰富多采的历史内容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向。

一

类型分析首先有助于对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特点的理解。

熟悉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人都知道，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坚决反对用俄国革命的模式去铸造东方的革命运动，坚决反对用欧洲的观点去观察东方的革命运动。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列宁这些话是指亚洲地区而言的，但其思想实质也适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它为我们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类型，提供了指导思想。

亚非拉不同于欧洲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力量的多样性和这种革命运动的多类型性。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辽阔的亚非拉地区，社会经济关系要比欧洲复杂得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远非欧洲所能比拟。在一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了这两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即使是这些国家，也与欧洲国家有着悬殊的差异。在另外一些国家中，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关系比较薄弱，资产阶级有较多政治经验，而无产阶级还不能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更为落后，封建宗法关系、甚至原始部落经济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面临着这种实际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各国国情，然后加以综合归纳，深入探讨这个地区革命运动不同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更多的特色”.

亚非拉国家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各国的革命运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打击帝国主义及其支柱封建主义，因而都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反帝运动是最能把更广大爱国阶层吸引进来的人民革命运动。不同阶级和阶层不仅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参加反帝运动，而且各个爱国阶级和阶层，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举起反帝的族帜，领导民族民主运动。

综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从领导力量上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五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集中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和总的趋势。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属于这个类型的，还有越南、朝鲜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第二个类型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是大量的,普遍的,但最有代表性的是土耳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土耳其之所以有代表性，首先在于凯末尔领导革命的结果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土耳其共和国。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建立起的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标志。其次,土耳其革命后,土耳其政府还进行了十几年的民族化、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具体效果，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提出并寻求解决民族独立国家面临的发展民族经济、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新历史课题。最后，在革命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凯末尔主义。从这三点看，土耳其确有代表性。仅次于它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埃及的华夫脱运动也属于这一类型。
第三个类型是以尼加拉瓜为代表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小资产阶级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是值得研讨的课题。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经常站在亚非拉革命运动的前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但是革命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领导伊朗真盖尔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就是一例。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领导的抗美游击战争，则是它的突出代表。桑地诺运动的钢领，是用武装斗争来拯救民族的荣誉、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桑地诺本人在晚期为正义的社会理想而做的实验中，提出了“人人有工做、有活干”的口号。这反映了一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家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

第四个类型是爱国封建贵族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属于这个类型的有两个国家。第一个是阿富汗的封建贵族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组成的青年阿富汗派。这个爱国派别的政治纲领是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实现现代化改革和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在阿富汗经济落后、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情况下，青年阿富汗派举起民族民主旗帜，领导了1919年的抗英独立战争，接着又领导了10年的改革运动。第二个是以海尔·塞拉西一世为代表的青年埃塞俄比亚派。这个爱国的封建贵族政派也曾进行过政治、行政、军事、教育、社会和经济改革。但它最著称的业绩，是领导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从而以爱国封建贵族领导民族民主运动的独特类型而载入亚非现代史的篇章。

第五个类型是爱国部落酋长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出现这个类型的条件在于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经济发展特别落后、没有新的阶级和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北非摩洛哥的里夫部落就是这种情况，阿布德·凯利姆就是这样的爱国部落酋长。他的政治纲领反映在六条《民族誓约》中。建立完全独立的里夫共和国，是他斗争的目标。武装抗击法国和西班牙侵略者，是他的主要斗争形式。他还进行部落酋长制、军事体制、国家政权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他领导的里夫部落人民反对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战争，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增添了一个独特的类型。

这些类型的多样性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共性方面，表现了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同时，这些类型的多样性都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无产阶级领导型的自不待言，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的各种运动也无不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小资产阶级领导型比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更激进、更靠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贵族知识分子、封建国王和部落酋长，也不是20世纪以前的那个模式了。他们都受着新时代潮流的熏陶，赋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其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

对于非无产阶级领导型的民族民主运动，除应从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总的革命斗争去估计它的进步意义之外，我们还应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实际出发，进行客观的和深入的分析。阿富汗王国实行类似欧洲18世纪的开明君主制，对不发达的阿富汗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我们不应该以经济发达国家的尺度去衡量它。凯末尔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上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自然是一个进步历史现象，我们也不应该以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标准去非难它。总之，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封建贵族和部落酋长型的运动,尽管是违背了民主形式的要求,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非常重视恩格斯这句名言,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记住这个深刻的原理，并把它运用到“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实际中去。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非拉非无产阶级领导型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应当作如是观。

二
类型分析有助于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改革运动的理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内容是丰富多姿的，它决不是单一的政治运动。改革运动就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国家来说，改革运动涉及到用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建立繁荣富强的民族国家的问题。

建立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最早出现于受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压迫下的拉丁美洲。到了19世纪下半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趋势，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日益迫切地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亚洲首当其冲，受欧美殖民侵略威胁的日本，最早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但很快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从而脱离了亚洲民族民主运动而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1905-1913年的“亚洲的觉醒”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规模巨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它的核心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之处，就在于把改革运动作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继提出并探求解决的途径。

两次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改革运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同一时代的条件下，各地区因长期形成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心理和习俗的不同，在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同一地区内，也同样由于上述因素而表现的相对稳定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各自区别的一面。但是,从总体上看,地域性特征成为类型分析的主要依据。

这个时期的改革运动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中东地域型的改革运动。

中东地域型的改革运动中由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1923-1938)、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1919-1929)和伊朗的礼萨汗改革(1925一1937)这三大改革运动组成。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文化圈的中心地区。现代化改革都要触及伊斯兰传统文化。因此，世俗化成了这三大改革运动的共同点。中东三个国家都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尽管国家形式不同,但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巩固政治独立,因而现代化和民族化就构成了它们改革的基本特点。

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是中东地域型改革运动的原型和代表。阿富汗和伊朗的改革大体上采用了凯末尔的模式。但凯末尔改革是在1918一1923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土耳其又处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的交错冲突，使土耳其的改革同其他中东国家的改革相比具有不同的深度。这不仅仅表现在民主共和制方面，而且表现在废除“哈里发制”的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和司法分离、宗教和教育分离等世俗化运动方面。1928年，土耳其宪法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同时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土耳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而长期屹立于中东伊斯兰文化圈地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今天的上耳其，98%的居民是穆斯林;而它依然是一个世俗国家。对改革固定下来的成果，国外的观光者都为此赞叹不已。

凯末尔改革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也比阿富汗和伊朗强烈。例如在文化改革方面的文字改革工作，即废除阿拉伯字母拼写土耳其语而开展的拉丁字母化运动，就是企图摆脱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把土耳其历史作为各级学校的课程，都是为了发扬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凯末尔实行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改革，不但重视振兴工业，而且还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从而证明它不单纯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改革。至于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也体现了它破除封建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化精神。

同凯末尔改革相比较，阿马努拉在阿富汗的现代化改革则是失败的改革。由于阿富汗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政党来领导这一场改革运动，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总体设想和执行方案，以及机械模仿、急躁冒进，终于导致了改革的失败。礼萨汗在伊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功 。他的行政改革促成了国家的统一 。他的经济改革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他的法制改革则把欧洲式的法典引进到伊斯兰教神权的封建伊朗社会中来。他的社会习俗改革表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精神。但是，他的民族化却渗透了复古主义和大伊朗主义精神，并有强烈的反共倾向。

中东三大改革运动无论成功或失败，无论各自有什么不同，都在世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方面体现着它们地域性类型的特点。

第二个类型是北非地域型的改革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北非地区出现了三次改革运动。这就是柴鲁尔在埃及的改革（1924年1-11月）、②阿布德·凯利姆在里夫共和 国的改革(1921年9月一1924年10月）和海尔·塞拉西一世在埃塞俄比亚的改革（1930年11月﹣1935年10月）,

在这三次改革运动中，柴鲁尔的改革时间最短，改革的条件却和里夫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大同小异，当时埃及面临着英国侵略的严重威胁，柴鲁尔内阁存在的10个月的短暂时间中，解决英埃关系问题占去了它的大部分时间。为了加强民族主义实力以对抗英国侵略，他把埃及政府官吏的民族化放在重要地位。他也整顿了管理体制和重视对教育的拨款，但他在经济改革上没有重大建树，而且完全忽视了军事方面的改革。柴鲁尔内阁是在既无军队支持，又无人民依靠情况下倒台的。

凯利姆建立的里夫共和国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独立国家。在里夫部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凯利姆的"现代的、民族的、欧洲式国家"目标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总统制、内阁制、议会制只能是部落人民的陌生的初级课程。改革的起点很低，保留了原来的部落酋长制，只是限制了酋长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凯利姆改革把重点放在军事体制的调整和国内秩序的整顿上。他建立了一支统一的军队来代替分散的部落武装，并改变了无政府状态的弊病。这表明他的改革意识同保卫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融合在一起。面临的西班牙和法国严重侵略的威胁，使他不得不迫切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从事一些防御急需的改革。

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改革是北非三次改革中最大的一次改革。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卫民族独立国家而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制第一个类型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属于革命民主型的民族主义.

革命民主主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早期锻造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时，就与章太炎的“夷夏之辨”划清了界限，从而在萌生之际就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范畴。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满反帝斗争，从理论上概括为民族主义，把斗争的目标明确地归纳为反对满洲贵族把持的国家政权。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民族主义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他把民主主义作为原则界限，同“排满”、“灭满”和“仇满”严格区别开来，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从根本上讲，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与时俱进”的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进取精神。在辛亥革命以后，他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进一步发扬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认识到直接反帝斗争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民族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族主义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开始，以“中国民族的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终结经历了新旧两个不同阶段。他把扶助工农、联共和吸取亚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注入于自己的民族主义。他晚年在《大亚洲主义》讲演中，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自己民族主义的文化观。所有这些，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并造成了深远影响。

第二类型是甘地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属于宗教道德型的民族主义。

甘地的思想体系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体系。它的哲学思想是把宗教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真理观，是宗教真理观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综合体。他爱一切人，但恨殖民制度;他用印度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印度教的文明来对抗西方文明。他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并用政治来提携宗教。宗教哲学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中占着中心地位。他的哲学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宗教民族主义哲学。

甘地的民族主义理论把人的道德完善看作最深层次，把民族独立国家看作直接目标，把建立地方分治的公社联合体看作最高理想。独立的民族国家包括在他的“自治”概念之中;未来的理想社会体现在“不占有”、财产“委托说”和“公社联合体”等概念上。非暴力的政治原则和方法，集中了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以恢复手工纺织为中心的、把行会式的手工业和宗法制农业所组成的经济模式，也是甘地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民族团结是甘地社会思想的总纲，种姓平等、各宗教徒团结、男女平等、统一民族语言和实行民族教育，则是这个总纲下的分支。

甘地的民族主义的中心是用印度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印度教的道德哲学去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的独立和自治，最终建立他理想的和谐的乌托邦社会。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特点，总是把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到反帝斗中来;同时又始终坚持和平、仁爱、感化和非暴力等个人良知和道德修养的原则。他强调自我净化、自我训练、自我支配，把个人人格和非暴力相结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总之，甘地的民族主义不仅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小生产思想的并存，而且体现了宗教道德哲学与政治的交织，带着神秘而矛盾的浓郁印度色彩。第三个类型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属于现代世俗型的民族主义。

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是穆斯林世界中独树一帜的民族主义。他的思想体系是由六项原则组成的凯末尔主义，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圆这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进步思想体系。它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逐步形成的，在巩固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就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凯末尔的民族主义的中心是民主主义。六项原则中，有三项原则(共和主义、平民主义和世俗主义)是属于民主主义的。因此，它成为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神权主义和建立、巩固共和国的战斗旗帜。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根本问题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的问题。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它把基点放在了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问题上。这是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

土耳其封建专制制度是封建神权的专制制度，它的两根支柱是素丹制(王权)和哈里发制(教权)，土耳其素丹是封建王权和封建神权的象征，又是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面对着这种庞大复杂的封建专制制度，用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武器是不够的，因此，凯末尔在共和主义之外，又加了一个世俗主义。他用世俗主义的思想武器，废除了哈里发制和素丹制，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保证了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后，他继续坚持这个原则，把宗教和法制、宗教和教育相分离，并在社会改革中扫除一切受伊斯兰教影响的陈规陋习。这样，以世俗化为特色的，包括民主化、民族化、现代化内容的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在亚非拉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史上，占有它的重要篇章，

除了上述三个有代表性的类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思想的小的类型。如长期被人遗忘了的青年阿富汗派的代表人物塔尔齐的思想、华夫脱运动的领袖柴鲁尔的思想、尼加拉瓜的桑地诺的思想，等等。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在理论深度上不如上述三个类型，也未完全形成为思想体系，但各自的特点还是鲜明的。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中，还有一些民族主义思想正在完善自己的体系，如贾·尼赫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型的民族主义思想、苏加诺的综合团结型的民族主义思想，等等。在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类型分析重在主要思潮，而不在搜奇找异;重在真正具有时代代表性人物，而不在包罗万象，各色俱全。通过以上主要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多元化总趋向。

总起来说，以上有关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五个类型的分析、有关改革运动三个类型的分析和有关民族主义思潮三个类型的分析，显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历史画卷。

[本文作者彭树智，1931年生，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